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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
的发展及演变趋势

王炳权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经

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改革开放初期至 20 世纪末，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中心的传统大众传

播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 进入 21 世纪，网络传播的出现与普及成为传统媒介的有力补

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传播真正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

渠道，社会思潮的传播从根本上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质。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

发展呈现出如下脉络: 传播主体逐渐下沉，基层社会的话语权日渐提升; 传播结构由传统媒介时期

的双向线性结构发展为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传播内容由系统性、理论化向碎片化、图像化、娱乐化、

隐匿化转变; 传播媒介融合发展，不同时代新旧媒介良性互动; 传播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不断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良好局面日渐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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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

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①，是一定时期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一定的理论

形态以及大众性的思想运动实践组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社会思潮一经形成，便进入传播发

展的序列之中，经由大众传媒的多层次扩延来争取大众，能够及时、迅速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

的思想倾向及发展趋势，并在实践层面影响社会的发展，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风向

标”与“晴雨表”。② 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这种独有属性，必须也只能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才得以

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潮衍生、发展、流变的整个活动过程都以传播为核心③，传播的

影响力决定了社会思潮的生命力，离开了传播，社会思潮便失去了意义，甚至不能称其为思潮。
社会思潮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呈现出不同的传播样态。改革开放 40 余年

来，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生产力发展之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变革同步展开，技

术革命与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大众传播的内涵得到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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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在此基础上，社会思潮传播的基本样态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时代特质。本文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三阶段演变的基础上，从

宏观视野勾勒出 40 余年来中国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趋势。

一、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

党的十八大之前，社会思潮传播形态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虽前后相承，但各自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样态。第一个阶段自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传统大众传

播媒介如广播、报刊、影视是社会思潮传播的绝对主流渠道，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呈现出特定

的时代特征，信息传播方向相对固定，反馈过程较为孱弱，同时受制于时空的限制。第二个阶

段始于 21 世纪初，至 2012 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网络传播开

始成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有力补充，一方面跨越了时空界限，另一方面传播结构由线性转变

为圈层网状体系，同时大大提高了传播的精准度与辨识度，以上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网

络传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也预示着社会思潮传播样态在网络时代即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这面旗帜的号召之下，文化领域逐渐摆脱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僵化保守的状态。伴随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舶来中国，并立

足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实践迅速传播开来，形成自身独特的圈层群体与传播阵地。新启蒙主义、
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各类

思潮竞相宣扬自身的理论观点与思想主张①，试图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提出自身独特的

道路构想与政策趋向，一时之间思想文化领域蔚为壮观。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 20 余年中国

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② 前一个时期处于

萌芽与变异阶段，立足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与国家发展重心转移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西

化”和激进的“新启蒙主义”逐渐酝酿和传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

达到高潮。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确立了根本性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社会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分化、争鸣为主要特征，此消彼

长、争夺大众，形成了一幅斑驳纷扰的理论光谱。③

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社会思潮的传播与发展，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直承“五四运动”以来的

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④ 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各种社会思潮异彩纷呈、相
互激荡，在舆论领域呈现出社会大众对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文化折射。但是，受制于技术

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媒介较为原始，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代表的传统大

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以学术研讨、讲座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成为这一时期大

众传播的有力补充。以不同思想理论为基础、呈现不同价值取向的各类社会思潮，凭借人际传

播小范围扩展和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大范围延伸。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扩展，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兴起的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潮理论观点的“张五常

热”⑤，都是这一特定时期社会思潮传播的典型体现。

67

①

②

③

④

⑤

李亚员:《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谱系、特点与趋势》，《江汉论坛》2018 年第 2 期。
贺新元:《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研究的多维探析》，《理论视野》2007 年第 11 期。
郭忠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社会思潮———阶段与本质》，《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
邹诗鹏:《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年第 1 期。
顾钰民:《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02 年第 6 期。



◇
王
炳
权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社
会
思
潮
传
播
样
态
的
发
展
及
演
变
趋
势

社
会
转
型
发
展
研
究

左右传播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在于媒介。施拉姆指出，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一切意义重大

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

命。① 20 世纪后 20 年社会思潮的传播，受制于当时传播媒介的限制，传播样态呈现出特有的

时代特质。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包含了传播者、媒介、接收( 受) 者、次级接收( 受) 者四

个基本要素，由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两个过程组成②，信息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为: 传播者→
传播媒介→接收( 受) 者→次级接收( 受) 者③，信息反馈过程则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社会思潮

的传播样态，依靠传统媒介与人际传播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样

态有其时代特征，传播方向较为单一固定，信息反馈过程较弱，因受制于时空范围的限制，传播

效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就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向而言，系统性的思想理论与观点由精英群体

向一般知识界，再向社会大众扩延开来④，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传播体系内，以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精英群体为代表的知识核心层占据优势，传播末梢的话语权则极为孱

弱。就信息反馈过程而言，与强有力的信息传播过程相较，信息反馈过程相对较弱，信息接收

( 受) 者与传播核心的互动较为微弱，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技术限制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当

时知识界与基层社会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层次关系。传统媒介时代的大众传播，因应当时文

化舆论领域百废待兴的特殊局面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系统性矛盾逐渐展开，各

类社会思潮的传播存在着强烈的现实导向与实践目的，革新舆论、扩散影响是一方面，掌握大

众、影响现实是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境下，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与观点阐释就变得极为重要。
精英阶层和知识界对思想理论的制造与阐释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核心与前提，而基层群体在

社会思潮传播中的定位则局限于扩散影响、形成舆论，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信息反馈过程。
就时空范围而言，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人际传播，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广

播、影视社会信息的定时传输、报刊的内容限制与印刷周期，都是这种时空限制的具体反映，而

在以学术会议为代表的人际传播中，这种时空限制体现得更为具体。媒介的局限性导致了时

空限制的存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效率，削弱了社会思潮的理论影响力

与实践能动性。就传播的效果而言，这一时期传统大众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大众

传播所具备的广覆盖性并不能精准地识别受众群体进而掌握大众。一方面，由于技术和资源

的限制，传统媒介往往倾向于按照大众口味或者某种公认的标准来设计和制作传播内容，忽略

了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这种盲目性导致了传播内容的单一性和普遍性，难以满足多

样化的受众需求，更无法精准识别特定思潮的特定受众，从而限制了社会思潮传播的深度。另

一方面，传统媒介的传播机制虽蕴含了一定的信息反馈渠道，但在这种多层级传播过程中逆向

的互动机制和反馈渠道相对薄弱，信息的传播往往是由核心群体向社会大众的单向传递，而社

会大众的反馈和意见很难被及时获取和反映到传播过程中。这种传播模式导致了社会思潮传

播过程的僵化和局限性，无法与受众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和沟通，进而限制了社会思潮传播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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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 世纪初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兴起

20 世纪社会思潮传播所具备的时代特质，决定了这一阶段社会思潮的传播范围相对有

限，大都活跃在知识核心层及其边缘群体，难以深入广泛的基层社会。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革新，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互联网时

代的崭新特质。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3 年，在全球网络信息化风起云涌的时代大

背景下，中国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规划部署了中国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1994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由此进入了互联网时代。20 世纪

的最后六年，是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础初创期，也是中国互

联网发展的启蒙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基础网络建设和关键资源部署逐步步入正轨，网民规模

达到千万量级，以网易、搜狐、新浪等三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应用服务拉开了中国互联网信息

传播新方式的时代序幕。① 正是这一时期的基础性建设，为 21 世纪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兴起

奠定了技术基础。
21 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我国开始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网络传播

对人们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日渐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有力渠道。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网络传

播，以网站传播、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传播、自媒体以及搜索引擎传播为主要传播渠道②，

网易、搜狐、新浪等综合门户网站，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中评网等受众聚集性网站，短

信、电子邮件、SKYPE、MSN 等即时通讯工具，天涯论坛、自由中国论坛、兴华论坛、北国之春、
观点论坛、先锋论坛等网络虚拟社区，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工具以及百度、必应、谷歌等搜索引

擎，日渐成为各类社会思潮发生、聚集、传播、演变的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介相较，网络传播的

出现与日渐风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阶段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
这一时期的网络传播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综合优势，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大

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突破了大众传播的时滞性和单向性，跨越了基于血缘关系、业
缘关系、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传统人际传播范围。③ 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相较，网络传播跨越

了时空界限，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界限，基于互联网的开放与共享特性，

特定社会思潮可以更加便捷地扩散至社会大众之间，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速自身的传播进

程。此外，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特定社会思潮在不同虚拟平台的聚合，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出

特定受众，更高效地将社会思潮的接收者转变为接受者。④ 在互联网的传播场域中，不同的社

会群体根据自身不同的心理倾向、价值取向与行为实践，自觉主动地接受某种社会思潮所蕴含

的理论观点与思想主张，汇聚到不同虚拟平台的旗帜之下，成为思潮传播体系中的次级传播

者，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以及思潮传播远端的主动性都大为增强。比如《人民日

报》强国论坛，就生动体现了网络传播所具备的巨大优势。
从传播结构而言，传统媒介所构建的传播网络，虽然有多节点的存在，但核心圈层的主导

功能更为强大，从总体上来看是由社会精英所构成的信息中心向社会大众所构成的知识边缘

87

①

②

③

④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中国互联网 20 年发展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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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第 150 页。
王炳权:《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调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 年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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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散的过程①，而网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单一中心的传播结构。在网络传播

的运行逻辑中，特定的思想理论与心理倾向汇而成潮的关键，不全在于知识界与核心圈层的理

论生产，而更倚重社会大众自主性的认同。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的传播架构，社会思潮的

次级接受者，即各类虚拟平台的大 V、博主与网络意见领袖②，在其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网络传播日渐风靡，21 世纪初在各类外交事件的刺激下，

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数量庞大的基层社会群体不但参与网络思潮的讨论与传播，更采取实际行

动捍卫国家形象、凝聚民族力量，生动阐释了网络传播所蕴含的强大能量。
不过，在 2012 年之前，网络传播的发展尚不充分。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网络传播主要以

PC 网络与 2G、3G 网络为主，网络虚拟平台主要以网站、微博、博客为主，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并

未得到根本性的体现; 另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社会网络普及率在当时而言

并不算高。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 5．6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其中手机网

民数量 4．2 亿，占据网民总数的 74．5%。③ 四成左右的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以覆盖数量庞大

的基层社会民众，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群体。就此而言，在这一阶段，网络传

播虽然兴起并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它都无法与传统媒介相较，只能

作为传统媒介的有力补充而存在。传统媒介凭借其广泛的覆盖范围、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力，依

然是这一阶段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二者力量的攻守易势，发生在 2012 年之后。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网络传播新样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21 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网络传播推

进到新的阶段，以此为基础，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呈现出新特征。2013 年，中国 4G 网络技术

成熟落地并正式商用，该年也被称为“中国 4G 元年”。④ 4G 技术的成熟落地，对中国互联网发

展进程而言是划时代的变革，它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了 PC 网络的束缚，正式进入了以“万物

互联”为基本特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此后，智能手机普及率飙升，在短时间内迅速淘汰了传

统的功能手机。借助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网络普及率不断提升，

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76．4%，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10．
76 亿，占网民总数的 99．7%。⑤ 与 2012 年中国网民规模数据相较，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中国

网民规模增长了近一倍，如果将年龄因素考虑在内，可以说，十亿多的网民群体基本上涵盖了

中国广大的青年与中老年群体，这从侧面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2012 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在中国

社会引发了一场智能革命。
2017 年，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智能技术突飞猛进，该年也被称为

“人工智能元年”⑥，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2017 年以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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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思:《略论社会思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
吴明涛、毕红梅:《论社会思潮传播中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及引导》，《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5 期。
喻思娈、张芳曼:《城乡数字鸿沟真在缩小吗?》，《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16 日，第 8 版。
陈晨:《4G 网络迎来商用元年》，《中国科学报》2013 年 6 月 27 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23 年 8 月 28 日发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见喻思南、金歆: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王安生:《软件工程专业导论》，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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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大数据的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颠覆性的成就，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转的基本模

式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这场智能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算法推荐、神经网

络、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表征，深度嵌入社会生活领域，缔造出一种全新的人与技术

共生形态。① 也就是说，在“数据、算法与算力”三者的共振之下，以数据为载体的硅基机器能

够像智能生命一样，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推理和自我适应，具备了以近乎“人类思维”处理复杂

问题的能力。② 从这一点上来讲，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对人类社会运作规范的影响将是革命

性的。社会思潮作为经济基础的观念反映和社会意识的先导，在这一变革中显得尤为敏感和

重要。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革命对社会思潮传播样态更新所起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以

大数据计算为核心的智能推荐算法技术的成熟及其在互联网新型社交媒体中的广泛应用上。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平台产业的繁荣。以智能终端为媒介，互联网上丰富的图

文、视听内容向社会群体最大限度地开放，传统媒介时代难以接触到的书籍、音乐、影视及其所

蕴含的深层次思想理论与价值倾向，在互联网时代深刻融入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文

艺不再独属于知识界，而是社会各界群体共同的精神慰藉。与之一道，被时间、空间阻隔的社

交圈，在网络时代迅猛扩延开来，互联网所蕴含的开放共享精神，大大拉近了志趣相同之人的

心理距离。以抖音、知乎、小红书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蕴含了丰富的网络视听内容，是网络

时代社会个体表达自身观点的有力渠道。
与手机短信、MSN 为代表的传统网络社交媒体相较，新型社交媒体更加注重用户的生成

与互动体验，为现实生活中广泛的普通民众提供了自我表达、自我展示的平台，把聚光灯打到

了每一个登场者的身上。以抖音为例，抖音以短视频为内容发布生成的主要形式，用户可以通

过创作和分享短视频来展示个人的艺术与才华，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参与，从而为自身争夺

互联网时代的更多流量。③ 近年来，短视频以其简洁明快、富有创意的形式，深受网络用户的

喜爱，国内抖音、快手的风靡，国外 Tik Tok、YouTube 用户数的迅猛增长，都说明了这一点。通

过短视频的创作与发布，用户一方面可以实现情感表达、生活记录、知识分享、观点阐释等多种

功能，从而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丰富、独特、立体的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借助新型社交媒体，用

户不仅可以传达自身的观点与主张，还可以通过私信、评论、点赞、转发等多种形式与其他网络

群体进行交流与互动，从而打破现实生活中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建立的传统社交圈，跨过

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建构虚拟平台之上更为紧密的社交网络。这种互动性不但以新的方式增

强了用户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丰富和完善了新型社交媒体的内容和功能，将其转变为集信息

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社交互动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成为依托互联网存在的符号化、影
像化、超文本化的虚拟实在。④ 各类积极或消极的社会思潮，正是凭借互联网时代诸多类型的

新型社交媒体，以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
2012 年之前，一些综合性的论坛网站与自媒体平台，如天涯论坛、博客等，已经具备了上

述新型社交媒体的基本特性，前者已经成为各类社会思潮、理论观点的集散地与社会群体赖以

依存的舆论中心。2012 年以后，在智能革命的推动下，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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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晓琴、黄福寿:《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及其引导》，《思想理论教育》2021 年第 9 期。
阙天舒、张纪腾:《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 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刘怡璠:《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的问题与对策浅析———以抖音为例》，《新闻前哨》2020 年第 8 期。
陈伟军:《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与价值形塑》，《浙江学刊》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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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型社交媒体中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新时代社会思潮发生、发展与传播演变的基本样

态。以抖音、知乎等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各类社会思潮及其拥护者的集散地。在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用户对社会思潮的接收与接受变得既主动又被动，既明智又

盲目。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兴趣偏好与社交关系等数据，实现定制化、

个性化的信息推荐，使得用户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信息，更加深入地理解特定的思想观点与理

论主张，更加主动地成为特定社会思潮的接受者。可以说，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网

络用户的信息获取能力空前提升，广泛的信息搜罗与浏览极大增强了社会大众的洞见与理解

能力。但是，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倾向于生产和传播能够引起用户兴趣的内容，这种行为可能导

致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同质化倾向，限制了信息的多样性与深度，导致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和偏颇

化，形成“信息茧房”效应①、“回声室”效应②。随着信息茧房的加深与回声室的扩大，不同群

体对特定社会思潮的追逐更加偏执，容易忽略乃至于敌视与自身观点相悖的思想主张，群内偏

好和群外偏见由此产生③，这便是学界所称的群体极化现象。近年来互联网女权主义思潮的

传播及由此引发的男女间的冲突与对抗④，以及资本鼓吹下趁势而起的消费主义思潮、泛娱乐

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群体极化效应的发挥。

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新型社交媒体俨然成为网络时代超越现实存在基础之上

的虚拟实在。各类社会思潮及其追随者汇聚在不同的虚拟社区中，以各种方式输出自身的价

值倾向，在传播过程中达到其掌握大众的目的。与传统媒介时代的网络传播相较，2012 年之

后的网络传播样态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时代特质。

首先，个性化传播与定制化体验成为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的基本方式。⑤ 它不但克服了

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时空限制，而且更加注重网络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实现不同思想倾向与

理论观点的定向投放，从而筛选出不同社会思潮特定的受众群体，实现社会思潮的精准化传播

与扩散。在这样的传播场域中，社会思潮掌握大众的能力大为提升; 而网络用户主动性的充分

发挥，也增强了大众掌握思想理论的舆论能力。特定社会思潮与特定社会群体强有力的双向

互动，是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最大亮点。21 世纪以来网络传播发展的最大贡献，在

于它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社会思潮的传播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地缘，以更为丰富的样

态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共享特质，极大增加了社会思潮的广阔内涵，在

一定程度上促使网络用户陷入“信息过载”⑥的困境之中，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观点理论彼此

交织，令人目不暇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受众的盲目性。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成熟与广

泛应用，成为辅助网络用户筛选信息、定位价值、明确导向的关键工具，厘清了网络世界中纷繁

复杂的社会思潮的基本脉络，将充斥于虚拟社区中的繁杂信息重新梳理，重塑了“虚拟实在”

在特定用户群体中的导向性存在。例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向辨识能力较弱的学生群体集中扩散，极端女权主义向青年女性群体的偏向性传播，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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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泛娱乐主义向中产阶层的聚焦性扩延，就是社会思潮在新时代精准化投放的典型代表。
其次，网络时代人际传播大为削弱。人际传播虽然存在于社会思潮传播的整个系统内①，

但网络时代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社会群体社交网络的构建不再以传

统的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而是以共同的旨趣、价值观念、思想导向为依托。新型社交媒体

的出现，正是新时代新型社交方式的鲜明体现。互联网之上的个体，一方面是“孤岛”般的单

独存在，另一方面又与千里之外的诸多网络个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传播架构中，即

便在思潮生发之际也主要依靠网络时代的大众传播，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人

际传播虽不会完全消失，但在社会思潮发生、发展、传播演变的体系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大为

削弱。
最后，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结构趋向扁平化。扁平化意味着信息的横向流动与多中

心传布，这种传播方式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媒介时代的“核心—边缘”
圈层传播，即由精英核心群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结构迥异。②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型社交

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基层社会群体更广泛的话语表达权，社会思潮的圈层传播结构进一步被打

破，社会思潮传播呈现出多中心的扩散模式，每一个网络节点之上的网络用户，都能够成为社

会思潮的传播者、接收( 受) 者，并且左右着思而成潮的发展方向。同时，社会思潮生发过程中

由理论到实践、由精英核心层到知识界再到社会大众的单向活动过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

基层社会话语权的提升催生了信息衍生方式的重构，社会偶发事件经由基层大众的扩散与发

酵，能够汇聚足够的舆论力量，自下而上左右知识界的立场，在网络社会引发舆情事件，从而影

响精英核心层的决策。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民间力量对国家治理所产生的

影响，如生态主义思潮的传播促进了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与施行，女权主义的扩散提高了弱势

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方向，是基层话语权提升的

典型表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结构的演变。这种扁平化的演变趋向，既得益

于新时代技术变革的推动，又是 2012 年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革新的鲜明注脚。

四、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趋势

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变革基础上文化领域传播样态

的更新。从宏观视角着眼则不难发现，40 余年来，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

重构，社会思潮传播媒介、话语体系、表达方式、逻辑场域、呈现内容都发生了明显质变，但是存

在着一些一致性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规律，对这些共同性的演变趋势进行梳理，有利于把握新时

代社会思潮的传播逻辑和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总体性

的演变趋势，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传播结构、传播形态、传播媒体、传播内容五个方面。
第一，就传播主体而言，随着传播圈层体系的日渐瓦解，传播主体呈现出不断下沉的趋势，

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基层社会群体更大、更强的话语权，基层社会的议程设置③能力明显

增强。
在传统媒介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受到圈层体系的影响，呈现出由精英核心层向一般知识

28

①

②

③

王炳权、梅荣政:《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控制》，《求实》2005 年第 11 期。
陈立思:《略论社会思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学术用语，用来表述公众舆论对社会议题的影响，见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与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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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再向社会大众的圈层扩散体系。① 精英群体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传统媒介是其发号施令的

有力工具，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信

息传播的圈层体系，赋予了基层社会更大、更强的话语权。凭借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任何个人

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观点阐释的核心主体。他们通过分享观点、表达看法、经验和感受，参与

到舆论形成的具体过程中来。在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权威机构、官方媒体控制舆论的时代一

去不返，底层社会的声音不再轻易被忽视乃至压制，社会思潮传播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显著

增强。
经由自媒体的赋权，社会层面的议程设置不再由权威机构独自主导。社会偶发事件经由

基层群体的汇集、传播、酝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网络舆情事件，引起知识界和精英决策层

的关注，从而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左右决策的方向。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衍生方向和议程设置

功能，是网络时代自媒体向下赋权的时代产物，也是 40 余年来传播主体不断下沉、基层话语权

崛起的典型体现。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多发，抖音、小红书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将很多

社会偶发事件短时间内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家权威机构也因应时代的发展，在微博、抖音

等社交平台注册官方账号，发布权威信息，“微博议政”“网络政务”“网络判案”②正在成为新

时代独特的社会热点。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热点背后，体现的是各类社会思潮对大众价值理念

的深刻影响，如女权主义对弱势女性群体的支持、环保主义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高度认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呵护，等等，从这一点来讲，社会思潮传播的民主化特质在新时

代体现得更为鲜明。
第二，就传播结构而言，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弱化了传播体系中核心知识层的中心地

位，传播结构也由传统的双向线性结构发展为新时代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在传统媒介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包括了信息传播过程与信息反馈过程两个阶段。社会

思潮凭借大众媒介由初级接收( 受) 者向次级接收( 受) 者扩散③，体现了信息由中心向边缘、
由高位向基层的单向延展过程。逆向的信息反馈虽然存在，但总体而言较为薄弱。互联网时

代自媒体的崛起，赋予了每一位网络用户产生、传播思想理论、情感观点的话语权。通过新型

社交媒体构建的传播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由单中心双向线性结构，逐渐演变为去中心多维互

动网状结构。
传统媒介时代的精英核心层与一般知识界掌握着理论的产生、知识的创造与文化体系的

构建，是社会思潮传播体系中的高位存在。这些思想理论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延，渗透至社

会群体中。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所具备的共享与开放特性使得知识界不再独占知识的制造

与理论的形成，在流量为王④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所具备的强有力的话语权为他们争夺到

了文化舆论领域的一席之地。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扩延不再主要依靠精英圈层的知识创造，更

多地凭借曝光度、传播力来掌握大众、扩散观点。在这种境况下，基层社会群体所具备的话语

权就成为文化舆论领域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主导着社会思潮的传播态势与演变方向。因此，

原本弱化的信息反馈过程大为增强，传播、互动、反馈在网络节点中多向流动、互相碰撞、彼此

影响，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认知水平的网络用户，因共同的关注热点处于相同的时空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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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立思:《略论社会思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 年第 3 期。
姜华:《理性看待大学生网络议政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王炳权、梅荣政:《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控制》，《求实》2005 年第 11 期。
王卫兵:《“流量至上”宰制下网红经济的伦理反思与引导路径》，《理论导刊》2022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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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由此产生。不难预测，随着虚拟社区建构的日益完善①与自媒体技术

的不断成熟，信息传播的层级结构、中心化倾向将更加式微，理论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将朝着扁

平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任何自媒体的终端用户都将既是思想理论的制造者，也是社会思潮的传

播者，社会思潮传播的多中心互动网状结构将更为牢固。
第三，就传播形态而言，自媒体时代个性化推荐与定制化体验的传播样态改变了传统媒介

时代社会思潮的存在形态，系统性、理论性的社会思潮逐渐实现了图像化②、碎片化③、娱乐化、
隐匿化的转变，各类社会思潮间也发生了不断融合的趋向。

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舆论领域百废待兴，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中国具体实践，以特定的

思想理论为基础，迎合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同心理倾向，对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社会结构转

变中遭遇的困境提出自身的实践构想，新启蒙思潮中人道主义的兴起、自由民主诉求的生发、
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视④，在当时的思

想界引发了诸多浪潮。当时借助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广为扩散的社会思潮，更多注重其自身

的理论内核、思想体系与价值主张，均试图转化为国家意志，文化舆论领域风起云涌的学术争

论，暗中潜藏着明确的政治主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⑤、民主社会主

义等浪潮⑥，都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传播的典型体现。
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自媒体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思潮的传播形态。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

将舆论领域的话语权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进行了分配，基层话语权的提高，从群体层面改变了

社会思潮的存在形态。系统性、理论性的社会思潮在知识界不可或缺，但难以在虚拟社区中寻

求立足之地。在互联网时代“娱乐至死”文化消费狂潮的冲击之下，以严肃的思想理论为内核

的社会思潮，不得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形态，向着图像化、碎片化、娱乐化、隐匿化的形态

发生转变。视觉文化与影像中心的转变，表明社会思潮话语体系实现了由文本叙事向图像叙

事的转变，昭示着互联网时代一种全新话语体系的广泛覆盖; 而碎片化叙事是新时代新型社交

媒体的基本特质。在碎片化语境下，社会思潮不断向基层群体延伸，其渗透力、影响力、传播力

大为增强。受众长期沉溺于碎片化语境，虽然信息获取的效率大为提升，但很容易产生知行不

一、信息与行动比例失衡的不良状态。⑦

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与平台产业的繁荣，引发了泛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泛滥，

“娱乐至死”成为互联网场域下的永恒主题。在文化思想领域，系统严肃的理论观点逐渐式

微，取而代之的是戏谑的表达与阐释，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成为当下社会思潮传播的基本样态。
在这种情境下，社会思潮蕴含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潜隐地藏匿在戏谑嘲弄的话语之后，潜移默

化地实现自身的现实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传统不断解构，用片面、极端的观点吸引网

络群体的注意力，以揭露真相、还原历史的堂皇名目，消解民族文化的本原根基; 新自由主义以

影视的方式不断输出西方价值理念，营造中西之间、黄土文化与海洋文明的对立与冲突; 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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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军:《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与价值形塑》，《浙江学刊》2013 年第 1 期。
马殿师:《论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传播方式的图像化转向》，《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3 期。
郑冬芳、李进荣:《碎片化语境中社会思潮传播的三维透视》，《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邹诗鹏:《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年第 1 期。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 年第 3 期。
靳辉明:《关于当前影响我国的四种社会思潮的剖析和思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
马殿师:《论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传播方式的图像化转向》，《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3 期; 郑冬芳、李进荣:《碎

片化语境中社会思潮传播的三维透视》，《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毕红梅、吴明涛:《视觉文化境遇中社会思潮

的传播及引导》，《思想教育研究》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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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以虚无缥缈的人权为号召，意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颜色革命，均是社会思潮娱乐化、
隐匿化表达方式的真实体现。

第四，就传播媒体而言，网络传播的兴起削弱了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影

响力，但后者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并未因此消失，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凭借其权威性、系统性再

次焕发生机，并与新型社交媒体实现了两个维度的良性互动。
互联网平台产业的繁荣与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增加了信息获取的便捷度，但也引发了

“信息过载”①现象，基层社会话语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谣言的泛滥程度，“造

谣”与“辟谣”②成为自媒体时代经久不息的社会现象。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虽日渐式微，但其

在舆论引导和信息传播方面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仍旧较高，尤其是在重大事件报道、深度分析和

专业评述方面，传统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以官方背景为支撑的传统媒体，承载了社会

大众广泛、复杂而又特殊的心理期许，成为传媒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在互联网传播场域中，传统媒体通过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新媒体平台账号，如微博《人

民日报》官方号、微信《新华社》官方号、抖音《光明日报》官方账号等，不但扩大了信息传播的

渠道和范围，更为新型社交媒体中的网络用户提供了权威信息来源，重新焕发了在互联网时代

的勃勃生机，实现了与新媒体的良性互动与共赢。
同时，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传媒功能。社会偶发事件

经由基层群体的汇聚与酝酿，汇聚成一定规模的社会思潮，虽在特定平台引发特定群体的关

注，但影响力毕竟有限。而传统媒体的介入，能够更有效地引发社会各界群体的广泛关注，更

好地展开议程设置，推动舆情事件的良性发展。近年来网络世界频发的维权事件③，大都凭借

传统媒体的介入而得到妥善解决。由此而言，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非针锋相对、此消

彼长，而是各自发挥不同的传媒优势，推动社会发展。通过转型升级，传统媒介能够，而且应该

在互联网场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持续的发展。
第五，就传播内容而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思潮存在、

发展的现实基础不断发生变化，社会思潮的传播内容呈现出新的发展特质，话语体系的学术性

倾向较为明显，核心议题较为突出，并因应不同的发展实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之下在新

时代呈现出虽彼此不同但方向一致的趋向。
2012 年以来网络传播的有力发展，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时代理论生产与传播的“核心—

边缘”结构，社会思潮传播多维互动网状结构的形成与巩固，模糊了基层社会与知识核心层的

界限范围，公共知识领域如“慕课”“TED”平台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层社会的学

术化倾向，这种倾向鲜明地体现在社会思潮的传播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以更加学术化、理论

化、系统化的话语体系与知识阶层发生互动，一方面参与社会思潮的传播，另一方面重塑了传

播过程中的社会思潮，将自身的立场、观点、态度、想法融入特定的理论体系之中，以舆论的形

式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这种新型传播样态的出现，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知识下沉、舆论下

沉、文化下沉与社会治理下沉的基本趋向。基层社会广泛参与社会热点议题的讨论，如在生态

主义思潮中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阐释与落实、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对侮辱烈士行为的坚决抵

制与抨击，都体现了基层社会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深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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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陈伟军:《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与价值形塑》，《浙江学刊》2013 年第 1 期。
姜胜洪:《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重庆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董向慧:《“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与舆论转化机制探析———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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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话语体系的学术性倾向，体现在社会思潮核心议题的凸显中。社会热点事件的

引发，导源于特定社会思潮的舆论推动，经由基层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学术表达，特定社会思潮

的理论观点便会以核心议题的形式，呈现在传播场域之中，并以符号化的形式进一步扩散。例

如，女权主义思潮的扩张引发了诸多社会热点事件，“江西媒婆相亲”“胖猫谭竹事件”等均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系列事件，围绕彩礼、家务、生育、冠姓权、社会地位等一系列议题展开

讨论，催生了“独立女性”“物化女性”等一系列标志性符号，潜藏在符号背后的则是女权主义

思潮的核心价值追求。“符号化”的女权主义思潮，以“符号化”的样态继续传播，深刻影响着

舆论领域的价值样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传播、发展与消亡，因应不同的社会

实践呈现不同的命运趋向。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枯木逢春”，社会发展事业前景广阔但

现实困境重重，各类社会思潮纷纷建言献策，展现自身的理论主张。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

义、普世价值观等社会思潮均试图影响主流意识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旧的社

会问题不断解决，新的社会问题亦不断涌现，各类社会思潮以此为基础展开自身的发展历程。
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日渐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日渐完善，主流意识形

态有意识地引领文化领域社会思潮的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舆论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空前强大。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②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社会思潮获得快速发展，传播力与影响力显著提升。社会民众

对污名化英烈行为的抗议与抵制、对美国“双标灯塔”本质的认知、对西方“司法独立”的批判，

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良性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示范效应，促进

了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群体对社会思潮的正确认知。学术界以学术研讨、讲座、主题会议等线上

线下多种形式，批判了西方错误思潮对高校师生的不利影响;“航天英雄进校园”“七一勋章获

得者故事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锤炼了高校师生服务祖国的不渝初心; “时代楷模”“感

动中国人物”先进事迹展播，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削弱了错误社会思潮对社会舆论的

影响，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稳固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下，中国舆论领域社会思潮位序调整、要素调整、主题更替、性质转变③，各类错误社会思潮

日渐消散④，传播力与影响力日渐式微，而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社会思潮则日益

兴盛，中国社会文化舆论领域的良好局面逐渐巩固。

结 语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革新，从根本上讲是传播媒介的革新推动的。媒

介更新改变的不仅是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思潮发生、发展、传播、演变

的全过程，改变了社会思潮本身。就此而言，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媒介更新，不可避免地成为

考察未来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之下，社会思潮传播媒介发

生了质的飞跃，由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演变为以门户网站、博客、论坛、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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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邸乘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9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7 期。
郭忠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社会思潮———阶段与本质》，《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
刘焕、李明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述评与展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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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工具、搜索引擎为代表的网络传播。①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革命的兴起，互联网

普及率飙升，一系列平台产业日渐繁荣，以抖音、小红书、贴吧、知乎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的

兴起与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发展到新的阶段，个性化推

荐与定制化体验成为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三阶段演变，既体现了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发

展、改变社会结构的巨大能量，又说明社会思潮作为上层建筑的先导，最能够灵敏地反映社会

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结构、传播形态、传播媒

体、传播内容五个方面。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基层社会强有力的话语权，传播主体呈现出不断

下沉的趋向; 传播结构由传统的双向线性结构发展为新时代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智能革命基础

之上的算法推荐技术，促使社会思潮传播形态由系统性、理论性向图像化、碎片化、娱乐化、隐
匿化转变; 互联网的兴起推动网络传播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同时，在互联网场域中

的传统媒介重新焕发生机，实现了与网络传播的良性互动;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思

潮的内容实现了新旧更替，朝着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 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 北京市，102488)

( 责任编辑 徐楷森 朱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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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nities
 

for
 

virtue
 

to
 

manifest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one’s
 

qi
 

zhi
 

through
 

learning,
 

understanding
 

Zhu
 

Zi’s
 

theory
 

of
 

gong
 

fu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Dao
 

xin
 

(道心,
 

literally
 

Dao
 

heart,
 

referring
 

to
 

natural
 

law
 

and
 

moral
 

principles)
 

and
 

ren
 

xin
 

(人心,
 

literally
 

human
 

heart,
 

referring
 

to
 

human
 

feeling
 

and
 

will)
 

in
 

Zhu
 

Zi’s
 

theory
 

of
 

gong
 

fu.
 

People’s
 

qi
 

zhi
 

always
 

present
 

themselves
 

in
 

spiritual
 

activities
 

of
 

some
 

sorts,
 

where
 

the
 

improvement
 

of
 

one’s
 

qi
 

zhi
 

must
 

be
 

achieved
 

by
 

making
 

Dao
 

xin
 

prevalent
 

and
 

dominant
 

through
 

learning,
 

thus
 

improving
 

one’s
 

qi
 

zhi.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Trends
 

of
 

Modes
 

of
 

Spreading
 

Social
 

Ideologi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Bing-qua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driven
 

rapid
 

socio-econom-
ic

 

development,
 

where
 

the
 

modes
 

of
 

spreading
 

social
 

ideologies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in
 

their
 

changes.
 

From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
ry,

 

the
 

mass
 

media
 

in
 

traditional
 

forms
 

of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newspaper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provided
 

the
 

mainstream
 

channels
 

for
 

the
 

publicity
 

of
 

social
 

ideologies;
 

The
 

emer-
g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new
 

century
 

have
 

become
 

a
 

power-
ful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medi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echnology,
 

network
 

communication
 

has
 

re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channe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
 

thoughts,
 

which
 

fundamentally
 

presents
 

a
 

new
 

characteristic
 

of
 

this
 

er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
 

thoughts
 

has
 

shown
 

a
 

clear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mainstream
 

media
 

gradually
 

put
 

down
 

their
 

airs,
 

and
 

the
 

grassroots
 

society
 

is
 

grad-
ually

 

gaining
 

its
 

discursive
 

power;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has
 

evolved
 

from
 

a
 

bi-direc-
tional

 

linear
 

structure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to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network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All
 

that
 

is
 

to
 

be
 

disseminated
 

has
 

shifted
 

from
 

what
 

was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to
 

what
 

now
 

becomes
 

fragmented,
 

visual,
 

entertaining,
 

and
 

covert;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media
 

in
 

the
 

different
 

eras;
 

And,
 

what
 

is
 

to
 

be
 

disseminated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good
 

situation
 

of
 

unified
 

dominance
 

and
 

diverse
 

coexistenc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be-
comes

 

gradually
 

consolidated.

Effect
 

of
 

Family
 

Policy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and
 

Its
 

Mechanism
ZHANG

 

Shu-wei,
 

TAN
 

Xiao-hui
 

&
 

ZHONG
 

Xiao-hui
　 China

 

has
 

fallen
 

into
 

the
 

ranks
 

of
 

low-fertilit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central
 

and
 

lo-
cal

 

government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family
 

polici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se
 

policies
 

are
 

not
 

so
 

effective
 

that
 

the
 

fertility
 

rate
 

and
 

willingness
 

to
 

have
 

kids
 

continue
 

to
 

decline.
 

Previous
 

studies
 

seldom
 

analyzed
 

the
 

effect
 

of
 

Chinese
 

family
 

policy.
 

This
 

paper
 

borrows
 

three
 

dimensions
 

of
 

de-familialization,
 

familialization
 

and
 

de-genderization
 

661


